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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性服务业与新型工业化 

互动关系的实证分析 

——以湖北省为例 

段永红  孙智君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摘 要】新型工业化是指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

工业化，本文用高新技术产业和工业资源环境综合指数来表征新型工业化。运用1990-2011 年间湖北省生产性服务

业与高新技术产业产值以及工业资源环境综合指数分别进行相关性分析来探讨湖北省生产性服务业与新型工业化

之间的互动关系。结果表明：湖北省高新技术产业增长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拉动效应明显，但生产性服务业由于总量

不足、结构不合理以及区域发展不均衡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拉动效应十分微弱， 生产性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之间

的互动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对工业资源环境综合指数有明显提升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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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当前， 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有支撑我国成为制造业大国的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低附加值产出模式

必须寻求彻底的改变。从世界范围看，西方发达经济体的发展过程存在一个普遍规律：服务化促进制造业转型与升级，服务经

济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粘合剂和助推器，其中，生产性服务业是一个重要的“亚产业”集群。 

学术界关于生产性服务业与新型工业化互动关系假说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种：（1）生产性服务业提升了制造业生产效率。从

微观层面来看，生产性服务业已经成为企业提供差异化产品和增值的主要源泉。[1]从中观层面来看，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一方面

引致劳动分工纵深发展、专业化程度提高、规模报酬递增等， 从而降低制造业中间服务成本，继而提高制造业生产效率，[2] 另

一方面提升了自身效率，降低制造业单位产品生产成本, 从而最终提升制造业的竞争力；[3]（2）制造业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

基础。制造业结构决定生产性服务业结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取决于制造业的生产规模和专业化程度， 只有当工业化和城市

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才能形成对服务业的大规模需求；[4][5]（3） 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发展互为促进关系。制造业部门的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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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更多数量和种类的生产服务外部化， 从而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规模化方向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也通过规模

经济效应和外溢效应降低制造业的成本， 从而提高制造业的生产率， 促进其发展。[6]此外，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互动关

系还表现在产业结构方面， 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促进制造业产业升级， 制造业规模的大小制约着生产性服务业发展；[7]（4） 生

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逐渐融合。随着信息技术越来越多地渗透到制造业产业链中，服务业和制造业的边界越来越模糊，继而出

现相互融合的趋势。制造业由仅仅出售物化产品到添加更多的附加服务来增加其核心产品价值，[8] 这使得工业产品附加值构成

中物流、营销、研发、人力资源、软件与信息服务、金融服务以及中介服务等生产性服务所占比重越来越高，成为企业提高竞

争力的重要因素。[9]总结以上观点，可以根据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相互作用关系的不同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在生产性服

务业发展初期，制造业发展引致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这一规律起主导作用；第二阶段， 随着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规模化的

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提高制造业生产率的规律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第三阶段，当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之

后，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互动效应将明显增强；第四阶段，随着制造业服务化趋势的产生，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逐渐

融合，生产性服务环节成为产品价值链的主体。 

对湖北省生产性服务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相关研究指出，湖北省已经站在了服务业跨越式发展的起跑线上，生产性服务业

和生活性服务业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发展的转变将是湖北未来发展的一个长期形态。[10]湖北省能否实现既定的产业发展目标

需要从理论和实证层面考察服务业与新型工业化之间的内在联系，但学术界对此的实证研究甚少。由于新型工业化是指科技含

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本文在探讨生产性服务业和新型工业化

互动关系时，用高新技术产业和工业资源环境综合指数来表征新型工业化。基于此，本文在综述生产性服务业与新型工业化相

互作用机理的基础上， 对1990—2011 年间湖北省生产性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产值以及工业资源环境综合指数分别进行相关

性分析，以探寻湖北省现阶段生产性服务业与新型工业化之间的关系，为深层次结构转型提供理论建议。 

二、数据选取与来源 

（一）行业范围的界定与指标选取 

高新技术产业的范围界定。高新技术产业一般是指以高技术和新技术为基础，以知识密集或技术密集为主，从事技术及产

品研发、生产和技术服务的企业集合。本文以美国商务部制定的高新技术产业标准为基础，结合《湖北省统计年鉴》中相关数

据，将新型工业化的代表性行业选定为以下9 类细分行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业；医药制品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通用设备制

造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讯设备、计算机及其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

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生产性服务业的范围界定。从中间投入的性质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是为生产企业提供服务和劳动的产业。[11] 西方所指的生

产性服务业包括保险、银行、金融以及其他商业服务业、科学服务业等为其他产业提供服务的行业。[12]本文在综合西方和我国

学者对生产性服务业分类的基础上，根据数据可得性选取3 类细分行业为代表：金融业；科技研究与综合技术服务业；交通运

输与仓储电信业。 

工业资源环境综合指数。在探寻生产性服务业与新型工业化之间关系时， 除了考察两者产值关系，还必须考察生产性服务

业与工业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本文所选取资源环境综合指数主要包括万元产值综合能耗、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以及工业固体

废物综合利用率三方面指标，用以反映新型工业化的可持续发展性。 

（二）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选取的行业数据来源于《湖北省统计年鉴》（1990—2011 年）。在探究生产性服务业产值与高新技术产业产值之间关

系时为了消除物价影响，采用1990 年工业产品价格和零售商品价格为基期，对历年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和生产性服务业产值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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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为了避免数据剧烈波动对数据进行对数变换；在探究生产性服务业与资源环境关系时将万元产值综合能耗、工业废水排

放达标率以及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进行简单线性加权。 

三、生产性服务业与新型工业化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一）平稳性检验 

对 9 类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对数（x）和选定的 3类生产性服务业产值对数（y）的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ADF）检验。两个变

量的时序图（见图 1）显示，高新技术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产值对数呈现明显上升趋势，在单位根检验时选取带有趋势项和截距

项的模型。检验结果如表 1。 

 

 

x 和y 的ADF 检验结果显示T 统计量绝对值都小于5%显著水平的临界值，接受原假设，表明两个变量存在单位根，具有非

平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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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单整性检验 

对于非平稳性数据要对其差分进行 ADF 检验确定阶数， 由于 x 和 y 的一阶差分仍然带有明显的趋势，采用带有常数项和

趋势项的 ADF 模型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见表 2。对 x 和 y 的一阶差分进行 ADF 检验所得 T 统计量绝对值均大于 5%显著水平的

临界值， 拒绝原假设即一阶差分具有平稳性。那么 x和 y 同为一阶单整，满足协整分析的条件。 

 

（三）协整关系检验 

用 EG 两步法对 x 和 y 进行协整分析， 第一步建立回归模型：y=α+βx+u。用最小二乘法对回归模型进行估计，然后用生

成方程的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见表 3，e 的 ADF 统计量为-1.967195，小于显著水平 5%时的临界值-1.958088，

估计残差时间序列平稳， 继而 x 和 y 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表明高新技术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产值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 

 

（四）因果关系检验 

对高新技术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产值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以确定其互动关系。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假设有关 y 和 x 每

一变量的预测信息全部包含在这些变量的时间序列之中，结果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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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兰杰检验结果显示， 有71.956%的把握可以接受y 不是x 变化的主要原因， 而有96.516%的把握可以拒绝x 的变化不是y 

变化的主要原因。因而，实证研究显示高新技术产业对生产性服务业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 

（五）生产性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关系的回归分析 

由以上分析，我们进一步以高新技术产业产值为自变量，生产性服务业产值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设定回归模型 1：y=

α+βx+ε，回归结果见表 5。 

 

因为 DW=0.232086，模型误差项存在严重的自相关，观察残差序列自相关结果显示 ACF 震荡后衰减，那么 ar 部分选择带有

ar(1)的模型 2 进行估计。回归结果见表 6。 

 

模型显示x 系数的p值为0.02，具有显著性，即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对数增加一个单位，生产性服务业产值对数增加0.131 个

单位。同时，回归模型包含了自变量以及因变量滞后期，这说明经济过程的实现需要一定的时间。 

实证分析表明，湖北省生产性服务业尚未发挥其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增长的作用， 可能的原因有三：一是生产性服务业的总

量因素。以2011 年数据为例，湖北省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只占全省GDP 的18.8%，而同期全国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GDP 的比

值为24.8%。虽然湖北省生产性服务业近年来得到了稳步发展，但是总体规模偏小。二是从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结构来看，湖北省

生产性服务业还是以交通运输仓储、运输和邮政业（占12%）、批发和零售业（占20.9%）等传统生产性服务业为主，现代服务

业占比较小， 生产性服务业整体发展水平较较低。三是从区域发展均衡因素来考察，湖北省各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较大，生产性

服务业发展的要素资源和客户市场大多集聚在武汉，而其他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各城市之间的生产性服务业也尚未形

成区域互补互动发展的格局。 

四、生产性服务业与工业资源环境相关性分析 

在计算新型工业化资源环境指数时，采用简单线性加权法。设定万元产值综合能耗权重为0.5，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权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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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5，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权重为0.25。同时采用将指标实际值相对化的方法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对于正指标，采用公式

X

X
r i

i  进行无量纲化；对于逆指标，采用公式

i

i
X

X
r  进行无量纲化，Xi表示指标实际值， X 表示指标标准值。参考国际

上通用的指标和国内学者相关研究成果，确定万元产值综合能耗、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以及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的标准值

为0.95吨标准煤/万元、98%、95%。测度结果见表7。 

观察生产性服务业产值（当年价格）对数n 和资源环境综合指数m 趋势（见图2），可发现n 的变动幅度大于m，且都有明

显上升趋势。在进行ADF检验时选择带有截距项和趋势项，结果显示数据存在单位根，再进行单整性检验显示两个变量都是二阶

单整（见表8）。两个变量为同阶单整，运用EG 两步法检验其协整性以确定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检验结果显示T 统计量为

-1.96017， 小于显著水平5%时的临界值-1.603968，估计残差时间序列平稳，生产性服务业产值对数与资源环境综合指数之间

存在长期稳定关系。 

对生产性服务业与资源环境综合指数进行格兰杰检验，结果见表 9，有 41.678%的把握可以接受资源环境综合指数的变化不

是生产性服务业产值对数变化的主要原因， 而有 96.755%的把握可以拒绝生产性服务业产值对数的变化不是资源环境综合指数

变化的主要原因，即生产性服务业产值对数对资源环境综合指数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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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产性服务业与资源环境综合指数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10，模型拟合较好，n 的系数较为显著。生产性服务业产值

对数增加一个单位，资源环境综合指数就会增加 0.257587 个单位。 

 

五、结论与建议 

经过上述实证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高新技术产业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原因，生产性服务业是资源环境综合

指数变动的主要原因。（2）新型工业化中对于高技术和新技术的采用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拉动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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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对于资源环境综合指数的提升又有助于新型工业化的能源利用能力和环境保护能力提高。 

当前， 湖北省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与新型工业化互动关系还处于第一阶段。推动两者良性互动关系向第二个阶段

乃至第三个阶段快速发展的对策建议如下：（1） 推动制造业企业生产性服务环节外包。制造业企业要更加专注于核心技术的

研发、制造以及营销环节，而将物流、金融等外包给生产性服务业企业。政府要制定合理的产业组织政策，建立具有良好信用

的市场环境。（2）由于生产性服务业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以及区域发展不均衡使得其对工业的支撑力度不够，严重制约了自

身进一步发展。在促进生产性服务业总量发展的同时也要优化其内部结构，要大力发展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对经济带动力

强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业。（3）新型工业化要求发展路径要遵循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原则，继续推动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提

高资源环境利用率，加强对新型工业化的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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